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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保候审制度是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的五种强制措施之一，
在限制、代替羁押方面有着自己独特的作用。取保候审制度，事
关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身自由与刑事诉讼活动的顺利进行。
一、两岸取保候审制度的现状
取保候审制度，国外称之为“保释”制度。一般认为，该项制
度起源于英国。由于欧洲的贵族司法，英国的地方司法官很早就
有在审判前释放嫌疑犯的权力。为了限制和规范这种权力，1677
年，英国议会通过了《人身保护法》，明确规定了这一基本法律制
度。 此后，该项制度逐渐成为了审判前减少未决羁押的替代措
施，在世界范围内得到了推广。
我国大陆目前规定取保候审制度的法律规定主要为《中华人
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此外，公安部制定的《侦查机关办理刑事
案件程序规定》、最高人民检察院制定的《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
则（试行）》也规定了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在办理取保候审事宜时
应当遵守的规定。应当说，我国目前取保候审制度的规定是较为
详细的，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对准予取保候审的情形予以列举式规定
我国法律中，对于准予取保候审的情形是予以正面规定的，
且为穷尽式列举。《刑诉法》第 65 条规定，对于可能判处管制、拘
役或者独立适用附加刑的；可能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采取取
保候审不致发生社会危险性的；患有严重疾病、生活不能自理，怀
孕或者正在哺乳自己婴儿的妇女，采取取保候审不致发生社会危
险性的；羁押期限届满，案件尚未办结，需要采取取保候审的。对
于实践中出现的不符合以上情形的事由，不得允许取保候审。
（二）对符合取保候审情形的，可以取保候审
即使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具有《刑诉法》第 65 条所规定的情
形，公、检、法机关也未必一定准予取保候审，而是“可以”取保候
审。在此，公权力机关掌握着较大的自由裁量权。
（三）在案件的各个阶段，分别由公、检、法机关决定是否取保
候审
我国取保候审的决定权属于多机关行使，即在案件的各个阶
段，分别由公、检、法机关行使。不难看出，我国在制度设计上更
加偏向于公权力机关，公权力机关享有较大的自由裁量权，其可
以根据需要允许或者不允许取保候审。当事人的权利受到较大
的限制。
反观我国台湾地区，相关立法中并没有“取保候审”或者“保
释”等术语，而是称之为免除、停止羁押制度。1995 年，台湾地区
“司法院”大法官会议作出第 392 号解释，为羁押制度的改革做了
准备。如今，台湾地区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第十章，对犯罪嫌疑
人、被告人免除、停止羁押制度作出了较为详尽的规定。概言之，
台湾地区对免除、停止羁押制度采取的是“反向”规定，即除明文
规定应当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予以羁押的情形以外，均应准许
免除、停止羁押。而且，只有法院有权决定是否适用羁押措施。
1．为了保证刑事诉讼的顺利进行而羁押
当法院询问被告后，认为被告有重大犯罪嫌疑，不予以羁押
将不利于诉讼活动的顺利进行时，可予以羁押。主要有以下情
形：有逃亡的事实或者有证据证明有逃亡之虞的；有事实足以证
明其有毁灭、伪造、变造证据或者勾结共犯或串谋证人的；所犯罪
行当处死刑、无期徒刑或者 5 年以上有期徒刑的。如，陈水扁“国
务机要费案”中，即因法官裁决其具有“逃跑之虞情形”，而继续将
其收押 。
2．预防性羁押
预防性羁押主要是针对某些特定犯罪行为的犯罪人再次实
施同一犯罪而言的。特定犯罪主要包括：放火罪、强制猥亵罪、与
幼年男女性交或者猥亵罪、伤害罪、妨害自由罪、强制罪、恐吓危
害安全罪、盗窃罪、抢夺罪、诈欺罪、恐吓取财罪等情形 。
二、两岸对取保候审制度的认识差异及评析
通过分析两岸刑事诉讼法对取保候审制度的规定，可以看
出，两岸的诉讼理念、对取保候审制度的认识存在着一定的差异。
我国大陆地区的诉讼理念偏向于发现案件真实，打击犯罪，而犯
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权利却尚未得到足够的尊重。公权力机关在
实践中，较少适用取保候审制度，主要的担心就是怕放纵了犯罪
嫌疑人，不利于社会治安的保护。
而台湾地区的诉讼理念更倾向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权利的
保护。台湾地区严格限制未决羁押的适用情形，且将羁押必要性
的证明责任归属于检察院，羁押的决定权归属于法院，在天平上
向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予以倾斜。
台湾地区的做法更加符合现代法治精神及刑事司法潮流，符
合无罪推定原则和人权保障思想的要求。
三、我国取保候审制度存在的问题
当前，我国不仅应当在诉讼理念上兼顾打击犯罪与保障人
权，本着无罪推定的原则限制、减少未决羁押的适用，而且应当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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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相关的制度设计，使得我国的取保候审制度更加符合现代法治
精神的要求，以期更加具有可操作性。因此，我们应当首先认识
到我国的制度设计中存在的问题。
（一）取保候审适用情形范围狭窄
我国在刑诉法中正面列举了取保候审的适用情形，且为穷尽
式列举。应当肯定，明确这些情形对实务界正确认定是否应当取
保候审具有较强的指导作用。但是，此种穷尽式列举与无穷的案
件事实之间存在着矛盾。在有些情况下，虽然不属于法律规定的
四种情形之一，但是亦无羁押之必要性。然而，这种情形却因为
没有法律的明文规定，不能适用取保候审。这种情形是不利于维
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权利的。
此外，对于符合四种情形之一的，刑诉法仅规定“可以”取保
候审。言下之意是，即使符合适用取保候审的情形，也可以不允
许取保候审。而且，相关立法也并未规定细则性规定，即符合取
保候审情形的，何种情况下可以允许取保候审，何种情况下不可
以允许取保候审。在此，赋予了公权力机关较大的自由裁量权，
使得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申请取保候审的权利受到了限制，导致
取保候审具有一定的恣意性。
（二）“不致发生社会危险性”的规定较为模糊
刑诉法第 65 条规定了可以取保候审的四种情形。其中，第
二种和第三种情形下，均要求采取取保候审不致发生社会危险性
的，方可以允许取保候审。然而，究竟何种情形会发生社会危险
性，并未有明确的、可具体操作的标准。实践中，证明采取取保候
审不致发生社会危险性的责任一般会转嫁到犯罪嫌疑人、被告人
一方。然而，他们很难自证“清白”，这不当加重了犯罪嫌疑人、被
告人一方的证明责任。实践中，公权力机关经常以“采取取保候
审有发生社会危险性的可能”为理由，驳回当事人的取保候审申
请。这种情形的存在，导致实践中允许取保候审的比率相当低，
有使取保候审制度流于形式的可能。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一方的
权利受到了漠视，也是不符合我国刑诉法立法精神的。
（三）公、检机关不应当享有取保候审与否的决定权
当前，取保候审的决定机关为多个机关，公、检、法三机关各
自在办理案件的过程中，均有权决定允许或者不允许取保候审。
然而，在我国，公安机关、检察机关担负着侦查犯罪、预审、提起公
诉等职能 。他们被赋予打击犯罪、维护社会治安的使命，承担着
较大的破案压力。因此，当案件处于公安机关、检察机关的控制
时，他们一般倾向于收押犯罪嫌疑人，以便正确查明案情，从而使
案件得以侦破。然而，犯罪嫌疑人的取保候审，有可能产生逃匿、
串供、销毁罪证、威胁证人等妨害司法活动的行为，更加剧了公安
机关、检察机关在决定是否取保候审时的顾虑。
因之，公安机关、检察机关作为打击犯罪的公权力机关，其职
能在于依法积极追究犯罪嫌疑人的刑事责任，属于刑事案件的诉
讼当事人。毋庸讳言，公、检机关与本案存在着利害关系。在决
定是否取保候审的时候，必然受到此种利害关系的影响。一般而
言，公、检机关天然地希望犯罪嫌疑人继续收押在监，希望限制取
保候审情形的适用。这也是侦查阶段、审查起诉阶段，取保候审
的比率较低的重要原因。
四、对策：基于两岸的比较分析
台湾地区未决羁押制度的改革已经进行了 20 年左右的时
间。台湾地区改革前羁押制度存在的问题与我国存在着较大的
相似性。又由于两岸同种同文，笔者认为，台湾地区的停止、免除
羁押制度值得我们研究。我们可以吸收借鉴台湾地区的一些成
功做法，来解决我国大陆地区取保候审制度面临的一些难题。
（一）取保候审的法定情形应增加兜底性条款
我国当前在刑诉法中，对取保候审的法定情形予以穷尽式列
举的规定，不能适应当今实践的要求，导致很多本可以取保候审
的案件因没有法律的明文规定而不被取保候审。而我国台湾地
区则是明确规定了应当羁押的情形，不属于此种情形的，应当停
止、免除羁押。台湾地区的此种做法有力地保障了当事人一方的
权益。然而，笔者认为我国现阶段治安形势比较严峻，还不宜采
纳台湾地区的做法，我国应当有一个循序渐进式的过渡阶段。笔
者建议，我国可以在刑诉法第 65 条规定一个兜底性条款，即不属
于取保候审的四种法定情形，然而又没有羁押的必要性的，应当
允许取保候审。
（二）当事人具有“社会危险性”应当由公、检机关负责举证
刑诉法第 65 条规定，对于可能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以
及患有严重疾病、生活不能自理，怀孕或者哺乳自己婴儿的妇女，
适用取保候审时，必须要求其“不致发生社会危险性”。尽管法律
并未规定由谁来证明“社会危险性”的有无，然而从实践来看，该
项证明责任是由当事人一方承担的。笔者认为，将此证明责任附
加于当事人一方是不合理的，当事人一方没有能力也没有义务来
承担此项证明责任。我国应当借鉴台湾地区的成功做法，将羁押
的必要性的证明责任赋予检察机关。此时，当事人在法律上是无
罪之人，其没有义务自证“清白”。若检察机关不能证明当事人一
方的取保候审可能发生“社会危险性”之时，应当允许当事人一方
取保候审，不得对其羁押。
（三）取保候审的决定权应由法院行使
我国台湾地区的刑诉法改革，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即是收
回了检察机关的羁押决定权。至此，只有法院有权作出羁押当事
人的决定。笔者认同此种做法。公安机关、检察机关也属于刑事
案件的当事人，赋予其羁押的决定权、取保候审的决定权，对刑事
案件的另一方当事人是不公平的，也是违反“平等武装”的要求
的。在取保候审的决定权问题上，笔者建议引入法院的司法审查
机制，废除公安机关、检察机关的取保候审决定权。无论在案件
的侦查阶段、预审阶段、审查起诉阶段、公诉阶段、审判阶段，对于
当事人提起的取保候审的申请，均应当由具有中立性的法院组织
合议庭进行审查，以确定是否有羁押之必要。
取保候审制度在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权利方面具有独特
的价值，我们应当不断完善此项制度，使其更好地为我国的法治
建设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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